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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论

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，从

年代至今世纪 ，经过七八十年的历程，已初步确立起来

并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，在历史学领域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重

要地位。

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、发展的历史，中国史学也是如此。

所谓中国史学史，就是中国史学发生、发展的历史。

我们知道，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；有了人类社

会的历史和人类创造出来文字以后，就有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

的认识、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，这便是史学；有了史学的发

展、积累和人们对这种发展、积累的认识，就有了史学史。显

然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、由简单到

复杂的发展过程。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，人们对客观

事物的主观认识是在变化的、发展的，进而对于这种认识的表

述也是在变化的和发展的。考察这种变化和发展，在史学思想

史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，在史学史的研究上也是有意义的。在

本书的主要内容展开之前，这里将首先对史学史或中国史学史

学科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作者感到兴趣的一些问题，作简要的

论述。



第 2 页

第一节　　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

一“史”的含义的演变：史官、史书、史事

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，处处都会碰到一个“史”字，而

不同时期的“史”，含义并不一样。前人如梁启超并没有十分

关注这个问题，而金毓黻撰《中国史学史》时，则对“史字之

义”，详为考证，先后引证《说文》、江永、吴大澂、王国维诸

说，又据《大戴礼记》及其注疏和黄以周之论，认为古代史官

“左史”即是“内史”，“右史”即是“大史”，以证《 艺汉书

文志》所说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之可信，并列出详细的

《古代史官表》 。其后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，专有《释史》一

章，在金著的基础上进而对“史”的意义及简册制度的形成，

作了考证，认为周代晚期，“出现正式的简册制度”；又据朱希

祖说，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，“一种是历史官之史，一

他们的种是书记官之史。” 考证足以表明，“史”的古义是史

官，且职掌范围很广。正如王国维所说：“史为掌书之官，自

古为要职。殷周以前，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，然大小官名及职

事之名，多由史出，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。”“史之本义，为

持书之人，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，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。

其后三者各需专字，于是史、吏、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：

持书者谓之史，治人者谓之吏，职事者谓之事。此盖出于秦汉

①见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 年》第一章《古代史官概述》，中华书局，

版，第 页。

②见刘节《中国 年版，第 页、第史学史稿》，中州书画社，
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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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际，而《诗》、《 这两段话，已经书》之文尚不甚区别。

把“史”的本意说得很清楚了。诸家考证，大抵不出其范围。

这里所要阐明的“史”的含义的演变，是在“史”为官称

尤其是史官之称的基础上，人们又如何不断赋予它以史书（史

籍）、史事、史学等含义的发展过程。白寿彝先生指出：“从用

以称史官的‘史’，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‘史’，不知要经过多

少年代。” 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明确提出了“史”的含义之演

变的问题。本文将着重考察用以称作史书（史籍）的“史”和

用以称作史事（客观历史运动）的“史”的由来。秦以前，

襄公二十九年“史”一般还是指史官。如《左传 》记“史不绝

书”，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。《论语》中有孔子所说

“吾犹及史之阙文”以及后来孟子说的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

其文则史”。所谓“史之阙文”、“其文则史”中的“史”也当

。是指史官

古人赋予“史”以史书的含义，是比较靠后的事情。“史

记”一词的出现，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泛称，时在秦汉之

察传》记：“子夏之晋，过卫，有读史际。《吕氏春秋 记者曰：

‘晋师三豕涉河。’子夏曰：‘非也，是己亥也。夫己与三相近，

豕与亥相似。’至于晋而问之，则曰‘晋师己亥涉河’也。”这

在古书传抄之误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也可能是最早出现的

把“史”与“记”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之一。又如司马谈

① 《观堂集林》卷六《释史》。

白寿彝先生著《中国史学史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② 出版社，

页。

③

书之说。

年版，第

离娄下》见《论语 卫灵公》、《孟子 。学术界也有以此二处之“史”为史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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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 司史记放绝。”

马迁说到孔子作《春秋》和秦的文化政策，也一再称说“史

记”，他写道：“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，莫能用，故西

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”、“鲁君子左丘明⋯⋯故因孔子史记具论

“秦既得意，烧天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 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诸

这里说的“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。” 史记”，即指史

书而言。《汉书》所言孔子“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

，“及孔子因鲁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” 史记而作《春

，这里提到的“史记”也都是指史书而秋》” 言。三国以后，

以“史”称史书的情况多了起来。孙权自称：“至统事以来，

省三史、诸家兵书，自以为大有所益。”他还希望吕蒙“急读

孙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及三史”。三国吴人留赞

“好读兵书及三史” 、张 。西晋史家司马温则撰有《三史略》

郡国志》，于序中说：“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彪撰《续汉书 改

异，及《春秋》、三史会同征伐地名，以为《郡国志》” 。“ 三

史”，是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东观汉记》三部史书。到了晋

人杜预撰《春秋左氏传序》时，文中所说的“史”、“史记”、

“国史”、“旧史”等，多指史书而言，而且也确用了“史书”

一词。他这样写道：“其（按指国 引者）发凡以言例，史

皆经国之常制，周公之垂法，史书之旧章；仲尼从而修之，以

太史公自① 《 史 记 序》。

② 《 史 记 十二诸侯年表》序、《六国年表》序。

艺文③ 《 汉 书 志》春秋家后序。

④ 《 汉 书 司马迁传》后论。

吕蒙传》注引《⑤ 见 吴书 孙峻传》注江表传《 三 国 志 吴书 》、《三国志

引《吴书》所记留赞事。

经籍见《隋书 志二》杂史类。

郡见《后汉书 国志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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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经之通体。”魏、晋以下，称“史”为史书之意或直接称

说“史书”的也就逐渐多起来了。如南朝宋人范晔自称“本未

关史书，政恒觉其不 。他说的“史书”比杜预所说，可解耳”

视野上更开阔了。

古人赋予“史”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，是更加靠后的

事情。当然，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

远的，当在史官、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

了，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

证明。但是在史官、史书产生以后，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

概括却经过更长久的年代。如果说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

书之”②，其“动”、“言”还只是所书当时之事的话；那么，

，“彰往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” ，“述往而察来”

事，思来者” ，这里说的“前言往行”、“往事”以及统称的

“往”，当指史事而言。这同孟子说的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”中

“事”，是同一含义。以至到司马迁那里，凡对于史事的称说，

大多还没有采用与“史”字有关的概念，而是主要用了这样一

些概念：“余于是因《秦记》，踵《春秋》之后，起周元王，表

，“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六国时事” 失

。所谓“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 时事”、“行

事”都是说的史事。东汉末年荀悦著《汉纪》，其所用语，仍

①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，见《宋书 范晔传》。

② 《 礼 记 玉藻》。

③ 《 易 大畜》。

④ 《 易 系辞下》。

⑤ 太史公自序》。《 史 记

六国年表》序。《史记

《报任安书》，见《汉书 司马迁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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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明显变化，他在本书前序中所说的“华夏之事”、“四夷之

事”“、质之事实而不诬”“、虽云撰之者陋浅，而本末存焉尔”，

其中“事”、“事实”、“本末”，无疑都是就史事说的；这同他

在本书后序中说的“以综往事”、“综往昭来”所谓“往事”、

“往”，其本意是相同的。总之，直到汉晋时期，还很少见到人

们赋予“史”字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，而是用“事”、“时

事”、“行事”、“往事”等概念以指史事。这种情况到了盛唐时

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一是以“史”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

确起来了，二是以“史事”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

经籍志》的作者在讲到出现了。《隋书 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东

观汉记》、《三国志》相继问世后写道：“自是世有著述，皆拟

班、马，以为正史，作者尤广。一代之史，至 联数十家。”

系上文所论诸家撰述由来，可知所谓“一代之史”是指一个朝

代的史事即其客观历史过程。刘 古今正史》中，知几在《史通

依次叙述了历代史的撰述概况，如：“世言汉中兴史者，唯范、

袁二家而已”，“至晋受命，海内大同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”，

“自是言晋史者，皆弃其旧本，竞从新撰者焉”，“由是世之言

宋史者，以裴《略》为上，沈《书》次之”；以及“齐史”、

“梁史”“、陈史”“、十六国史”“、元魏史”“、今世称魏史者，

犹以收本为主”、“高齐史”、“今之言齐史者，唯王、李二家

云”，“宇文周史”、“隋史”等。这里所说的某朝史、某代史，

一般都是指它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；这里所说的某家为上、某

书为主，无疑都是指的历史撰述。应当说，这在史学观念上是

很大的进步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也逐步把“史”与“事”结合起

来而运用“史事”这个概念，以泛指客观历史或史书所记之

①《隋书 经籍志二》正史类小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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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唐高宗有简择史官的诏书，其中说道：“如闻近日以来，
，

但居此职，即知修撰，非 这唯编辑疏舛，亦恐泄漏史事。

里说的“史事”，其意已近于现今史学中所谓史事。

二“史学”是什么？

关于“史”的含义的演变即从史官到史书、史事，是一个

漫长的发展过程；这个过程，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

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。这里，我们要进一步讲到

“史学”这个概念的出现、使用及其意义。中国史学产生于先

秦时期，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但人们关于“史学”这一概

念的使用却要晚得多，大致说来，它始于东晋十六国，其内涵

则显现于唐、宋而丰富于明、清，也有一个发展、变化的过

程。

“史学”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，很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时

期的 年 ），石后赵石勒称王之年。史载：东晋太兴二年（

勒称赵王，“依春秋列国、汉初侯王每世称元，改称赵王元年。

始建社稷，立宗庙，营东西宫。署从事中郎裴宪、参军傅畅、

杜嘏并领经学祭酒，参军续咸、庾景为律学祭酒，任播、崔浚

为 祭酒，本意指老者、长者，后转意为功高者，史学祭酒。”

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官中的领头人物，如“汉置博士，至东

京，凡十四人，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，谓之博士祭酒。

①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八一。

石勒载记下》。按：此处参考杨翼骧说，见《中国史学史②《晋书 绪论》，

载《南开大学历史 年 月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

版， 页。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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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晋武帝咸宁四年， 。律初立国子学，置国子祭酒一人”

学，即法律之学。晋制，设有律博士 ；十六国时期之后秦，

姚兴亦曾“立律学于长安”③。由此可见，石勒置经学祭酒、

律学祭酒、史学祭酒，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举措；而“史

学”立为官学之一，这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。其后，南

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（ 年），征雷次宗至京师，“开馆于鸡

笼山，聚徒教授，置生百余人。会稽朱膺之、颍川庾蔚之并以

儒学。时国子学未立，上留心艺术，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，

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凡四学并

建。” 年），“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，至宋明帝泰始六年（

有玄、儒、文、史四科，科置学士各十 从经、律、史人。”

到儒、玄、史、文，再 年间，史学始到玄、儒、文、史，

终作为官学的一个重要方面；尽管当时人们没有对“史学”的

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，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

极的作用。这同后来隋唐之际“《汉书》学”的勃兴，唐初官

修史书的繁盛，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，都有密切的

关系。中晚唐之际，殷侑鉴于本朝科举取士曾有“史科”名

目，而“近日已来，史学都废，至于有身处班列，朝廷旧章昧

而莫知，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？” 于是他建议恢复史科考

试，并在国子监提倡生徒攻读“三史”即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

《后汉书》。殷侑所说的“史学”，从表面上看是从科举考试方

① 《 通 典 职官九 国子监》。

② 《 晋 书 职官志》。

《晋书 姚兴载记上》。

④ 《 宋 书 雷隐逸 次宗传》。

⑤ 《 宋 书 明帝纪》：《通典 职 国子监》。官九

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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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提出来的，但他所说的有关史学的内容则是“历代史书，惩

恶劝善，亚于六经，堪为代（世）教”，却又不仅仅是从科举

考试出发的，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。史称，殷侑任

谏议大夫，“论朝廷治 ，这同他关乱得失，前后凡八十四道”

注史学是有关系的。顾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话，说是“举人轻

视史学，今之论史者，独取汉唐混一之事，三国、六朝、五

代，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；然其进取之得失，守御之当否，筹

策之疏密，区处兵民之方，形势成败之迹，俾加讨究，有补国

家。” 倪思所言“史学”，不仅内容丰富而又有卓见，认为不

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，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，都有许多值得借

鉴的经验教训。元初胡三省称“先君笃史学”，重视史注博洽、

书法义例；故胡三省“史学不敢废” ，承先人教诲，作《资

治通鉴注》。这里说的“史学”主要是指编纂学、文献学方面

的内容，从而丰富了“史学”的内涵。此后，使用“史学”这

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有新意。元末明初陶宗仪撰

《辍耕录》一书，其友人称其书说：“上兼六经百氏之旨，下极

稗官小史之谈，昔之所未考，今之所未闻；其采摭之博，侈于

白帖；研核之精，拟于洪笔；论议抑扬，有伤今慨古之思；铺

张盛美，为忠臣孝子之劝；文章制度，不辨而明；疑似根据，

可览而悉。盖唐宋以来 剡子，专门史学所未让；虽周室之藏，

之对，有不待环辙而后知，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

哉！” 他说的“专门史学”的含义，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

史，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，是对于“史学”的极恢宏的理

殷① 《 新 唐 书 侑传》

②《日知录》卷一六《史学》。

③《新注资治通鉴》序。

④《南村辍耕录》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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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。到了清代乾嘉时期，人们对“史学”的认识又有更大的发

展。阮元认为：“国初以来，诸儒或言道德，或言经术，或言

史学，或言天学，或言地理，或言文字音韵，或言金石诗文，

专精者固多，兼擅者尚少，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。”①

阮元所说的“史学”，一是从不同的学问领域来看待，已带有

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；二是就钱大听的史学来看，认为他“于

正史、杂史，无不寻讨，订千年未正之讹”。所谓“讹”既有

史事之讹，也有编纂之讹，可见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。钱大听

同章学诚，是中国古代赋予“史学”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

的含义的史家。

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一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，主要都是

讨论史学问题。他直接论述“史学”的地方也很多，概括其要

点，主要有：第一，是关于“史学”的核心。他说：“世士以

博稽言史，则史考也；以文笔言史，则史选也；以故实言史，

则史纂也；以议论言史，则史评也；以体裁言史，则史例也。

唐宋至今，积学之士，不过史纂、史考、史例；能文之上，不

他认过史选、史评。古人所为史学，则未之闻矣。” 为“史

学”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“比事属辞”、“心知其意”。“比事”

是叙事，“属辞”是体例，“意”是对史事的认识和撰史的目

的。这才是“古人所为史学”。章学诚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

“史学”上的成就，显然不妥，但他对“史学”之本质的解释

确是有创见的。第二，是关于史家在“史学”上的异趣。他

说：“吾于史学，盖有天授，自信发凡起例，多为后世开山，

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。不知刘言史法，吾言史意；刘议馆局纂

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序。

《文史通义补遗 上朱大司马论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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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，吾议一家著述：截然两途，不相入也。” 所谓“史法”，

主要指史书编纂；所谓“史意”，主要是指对史事的见解和撰

史的目的。史法、史意很难截然分开，不过主要倾向还是可以

分辨出来的。第三，是关于“史学”贵在“著述成家”、“义有

独断”。他说：“吾于史学，贵其著述成家，不取方圆求备，有

他还反复称赞前人的通史之作“别具同类纂。” 心裁”、“义有

。这涉及到史学评论的原则，即贵在有独断” 创造性。第四，

是关于“史学”工作两大部门的区分。这是章学诚自谓在探讨

史学问题上的重要收获，他在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中写

道：“近撰《书教》之篇，所见较前似有进境，与《方志三书》

之议，同出新著，前已附致其文于足下矣。其以圆神、方智定

。史学之两大宗门，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⋯⋯”

所谓“圆神、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”即指“撰述”与“记

注”的区别而言。其基本论点是：“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

欲来者之兴起，故记注藏往似智，而撰述知来拟神也。藏往欲

其赅备无遗，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；知来欲其抉择去取，故

这是章学诚直接论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。” 到“史学”这个

范畴的很重要的论点。章学诚论“史学”，还有一些见解，不

一一列举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出，自唐、宋学人从科举取士出发而论

“史学”，到章学诚从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论述“史学”，

“史学”这个范畴的演变及其内涵的日益丰富，透视出中国古

① 《 文史 通 义 家书二》。

《文史通义 家书三》。

③ 《 文史 通 义 释通》。

与邵二云论④ 《 文史 通 义 宋史书》。

《文史 书教下》通义 内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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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史学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。

三　　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

最后，我们要简括地说明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，这更

是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。“史学史”这

世纪 年代的事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来，是 情，这要归功于

梁启超。 但中国史家（不限于史家）的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

发展却由来已久，有漫长的历程和丰富的内涵。 年代，曾

经有过关于“中国史学史之史”的讨论，似未引起人们更多的

重视，因而未曾深入展开讨论。其实，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

来考察的话，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，它表明了中国史家的

史学史意识的悠久、丰富 。这里，我不来重复有关的和深刻

论点，而是着重从史学史意识发展的轨迹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

点，讲一点新的认识。

说到史学史意识的产生，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，班彪当

为前驱。他在续《太史公书》（《史记》）而作“后传”时，曾

“斟酌 书》到国史，从《春前史而讥正得失”，所论从《诗》、

秋》到《左氏传》和《国语》，从《世本》到《战国策》，从

《楚汉春秋》到《太史公书》，他都讲到了，并由此得到这样的

认识：“今之所以 可知古，后之所以观前，圣人之耳目也。”

以认为，班彪的史学史意识不仅是明确的，也是比较突出的。

史南朝刘勰作《文心雕龙 传》，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新进

①见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，商务印书馆， 年版。

期。杨翼骧所撰《中国②见《史学史研究》 年第 史学史绪论》一文，

其中有专题论到“过去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”。

③《后汉书 班彪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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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本篇前一部分简述了先秦、秦汉、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

述，后一部分讨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的关系、史书体裁的创建

与演变、撰史的“实录”精神和“信史”原则，以及史家的博

识和文采，它包含了对史学之历史的追寻和对史学之内涵的分

析。《隋书 经籍志二》以分类为基础，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

与存佚，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，对后

世有深远的影响。盛唐时期的刘知几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

突出的自觉性，《史通》以“史”和“通”连用而名书，可以

证明这一点。他说：“史 可见他是很看之称通，其来自久。”

重这一点的。《史通》中的《史官建置》、《古今正史》、《六

家》、《二体》、《杂述》等篇，是互有联系的、颇具规模的史学

史论著。《史官建置》于篇首称：“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”

于篇末称：“大抵自古史官，其沿革废置如此。”《古今正史》

于篇末也说：“大抵自古史臣撰录，其梗概如此。”这都是极明

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述形式。《史通》的许多篇目是论述史书

的体裁、体例，而这些论述也反映出作者之历史考察的意识与

方法。晚唐人马植“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” ，时人刘轲有

《与马植书》，称：“自《史记》、班《汉》已来秉史笔者，予尽

知其人矣。”于是依次列举言东汉、言国志者、言晋洛京史、

言江左史者、言宋史、言齐史、言梁史、言陈史、言十六国

史、言魏史、言北齐史、言后周史、言隋书、言皇家受命等，

。从《隋书》志、刘知几到一目了然 刘轲，可以看到唐代学

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。

①《史通》原序。

② 《旧 唐书 马植传》。

③《唐文粹》卷八二《书四 论史》；《全唐文》卷七四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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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，即在认

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。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《册府元

龟》这部大类书，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为“国史部”，凡

目，在分类的卷 基础上，汇集历代修史的恒情及其异同

的有关记载，而《国史部 总序》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

的论纲。又如南宋高似孙撰《史略》一书，其自序称：“太史

公以来，载籍之作，大义粲然著矣。至于老蚀半瓦，着力汗

青，何止间见层出，而善序事、善裁论，比良班、马者，固有

荦荦可称。然书多失传，世固少接，被诸签目，往往莫详，况

有窥津涯、涉阃奥者乎！乃为网罗散佚，稽辑见闻，采菁猎

奇，或标一二，仍依刘向‘七录’法，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。”

所谓刘向“七录”，疑是刘歆《七略》之误，此书凡六卷，卷

一述《史记》与研究《史记》之书，卷二述《汉书》以下至

《五代史》历代正史，卷三述《东观汉记》及各种编年体史书，

卷四述史典、史表、史略、史钞、史评、史赞、史草、史例、

史目以及通史、《通鉴》等，卷五述霸史、杂史等，卷六述

《山海经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水经》、《竹书》等。高似孙自称此书是

仿刘氏校书而作，当属于历史文献学性质。然《史略》的书名

表明，这是一本关于史学之要略的书；具体说来，它是一本以

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 。稍早于高似孙的洪迈，虽未写简史

出类似《史略》的专书，但他的史学史意识却是十分鲜明的。

他写出了《历代史本末》的专篇，从诸侯国史、《春秋》、《左

传》，到新旧唐、五代史，都有简括的叙述。其篇末写道：“凡

①《史略》卷四有“史略”一目，与史表、史钞、史评并列，其所著录诸

“略”，如《三史略》、《后汉略》、《魏略》等，均可视为某一方面的简史。据此，

亦可说明《史略》一书的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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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代，本末如此，稚儿数以为问，故详记之。” 这种以答

问形式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，表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

更加自觉、更加深入了。洪迈还撰有《九朝国史》、《四朝史

志》的专篇 ，可视为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纲。宋代还有一些

书评家如晁公武、陈振孙、叶适等，他们在各自的著作 郡斋

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习学记言序目》中对历代史书的

评论，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。这种情况，在

元、明、清三朝代有所出，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史部而成为一

大总结。

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

彩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、郑樵的遗风。其

可论列者甚多，而章学诚、赵翼尤为突出。章学诚论史学以理

论分析见长，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

的。他说“六经皆史” ，不仅仅是说明经史关系，也是在探

索史学的源头。他阐述“三代以上之为史，与三代以下之为

史”的异同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

他说中国史学上的“通史影响。 家风”，是为阐明“专门之

业，别具心裁”的重要，认为“通史人文，上下千年”，本应

，“史家著述之道，“义例所通” 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！” 这

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。赵翼是一

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，他的名作《廿二史札记》不仅是杰

①《容斋四笔》卷八。

②见《容斋三笔》卷四、卷一三。

③《文史通义 易教》

《文史通义 书教》。

⑤《文史通义 释通》。

《文史通义 申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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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考史著作，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

置。他自称：“此编多就正史纪、传、表、志中参互勘校，其

有抵牾处，自见辄摘出，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。至古今风会之

递变，政事之屡更，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，亦随所见附著

后人由此概括此书“每史先考史法，次之。” 。从论史事”

今天的史学史研究来看，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

到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，是一种深层的

史学史意识的反映。正如钱大听评论此书所说：“先生上下数

千年，安危治忽之几，烛照数计，而持论斟酌时势，不蹈袭前

人，亦不有心立异，于诸史审定曲直，不揜其失，而亦乐道其

长。”这个评价，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钱大昕还从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经与史的关系变化

上，严厉地批评了重经轻史的倾向，指出：“道学诸儒，讲求

心性，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，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，

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。此特有为言之，而空疏浅薄托以借

口，由是说经者日多，治史者日少。彼之言曰，经精而史粗

也，经正而史杂也。予谓经以明伦，虚灵玄妙之论，似精实非

精也；经以致用，迁阔刻深之谈，似正实非正也。⋯⋯若元、

明言经者，非剿袭稗贩，则师心妄作，即幸而厕名甲部，亦徒

供后人覆瓿而已，奚足尚哉！” 这一方面是从经与史的历史命

运的不同考察了史学的社会地位，一方面则指出了重经轻史倾

年）写向的错误。钱大听的这些话是嘉庆五年（ 的，

年后爆发了鸦片战争；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，经学的空疏进

①《廿二史札记》小引。

②《陈垣史源 年 月版。学杂文》前言引陈垣语，人民出版社，

③《廿二史札记》钱大昕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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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暴露出来，而史学则在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的历史潮流中

发挥着作用，经受着考验，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。这个事实

证明了钱大听从经、史地位的升降来看待史学发展确是卓见。

世纪初年，即在钱大听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一百年，

梁启超发表了《新史学》，无情剖析“中国之旧史”，力倡建立

“新史学”。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

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二十多年后，梁启超作

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“史学史”是一种文化专史之观念的史

家，就怎样研究和撰写“中国史学史”问题，发表了具体的、

创造性的见解，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

一个句号，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

页。 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在此期间，已经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

史著作先后问世，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《近代史学史》

年）、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《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

家》 年）、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 历史学的理论和历

年）、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《历史科学的发展》史》

年）等 世纪三四十年代，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。

由此可见，具有丰富的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 史学遗

产和深 世纪初开始，在史刻的史学史意识的中国史学，从

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，已处在世界同行的后进地位了。

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，

从 年代起，世纪 开始了它的艰难的发展历程。

①参见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

的“史学史的做法”一节。

中译本译者前言，谢德风译，商参见〔美〕汤普森著《历史著作史》 务

《历史学的理论和年印书馆， 版，第 页；〔意〕克罗齐著 实际》中译本所收

意大利文第 年版。一版序，傅任敢译，商务印书馆，

分论三《文物的专史》之第四章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